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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然环境中水坝泄水、藻类光合作用、水温突升等各因素变化均可导致溶解氧（Dissolved Oxygen, DO）或总溶解气体

(Total Dissolved Gas, TDG)过饱和，致使鱼类患气泡病甚至死亡。为探究藻类光合作用单独影响对溶解气体特别是总溶解气体过

饱和的定量影响，本文针对向家坝库区，运用黑白瓶产氧试验开展藻类光合作用产氧对溶解气体过饱和影响的定量研究，同时

分析了金沙江下游河段水坝泄水和藻类光合产氧共同作用情形下，溶解气体饱和度与藻密度的关系。结果表明：藻类产氧使得

TDG 饱和度的增加幅度在 0.18%-5.67%之间，远小于泄流建筑物对 TDG 饱和度的影响；藻类光合作用对溶解气体的影响受水

动力因素影响较大，支流 DO 和 TDG 饱和度均与藻密度呈显著正相关性，而干流此种关系并不显著；藻类光合作用对 DO 饱

和度影响大于对 TDG 饱和度的影响，连续时间的原型观测结果显示 TDG 饱和度变化幅度远小于 DO 饱和度变化幅度。研究结

果为明晰水库溶解气体过饱和驱动要素提供依据，对于减缓溶解气体过饱和对鱼类影响具有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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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natural environments, factors such as dam discharge, algal photosynthesis, and rapid increases in water temperature 

can lead to dissolved oxygen (DO) or total dissolved gas (TDG) supersaturation, potentially causing gas bubble disease or 

mortality in fish. To quantitatively evaluate the specific contribution of algal photosynthesis to dissolved gas supersaturation—

particularly of TDG—this study employed the light-dark bottle method in the Xiangjiaba Reservoir area. Additional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solved gas saturation and algal density was analyzed downstream in the Jinsha River, accounting for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dam discharge and algal photosynthetic oxygen production. Results indicated that algal oxygen production 

increased TDG saturation by 0.18% to 5.67%, an effect substantially smaller than that induced by spillway discharge. The impact 

of algal photosynthesis on dissolved gases was strongly influenced by hydrodynamic conditions. In tributaries, both DO and TDG 

saturation showe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algal density, whereas this correlation was negligible in the main channel. 

Algal photosynthesis exerted a more pronounced effect on DO saturation than on TDG saturation. Consistent with this, continuous 

field observations revealed that temporal variation in TDG saturation was considerably less than that of DO saturation. These 

findings help clarify the primary drivers of dissolved gas supersaturation in reservoir systems and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mitigating its ecological impacts on f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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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环境中水坝泄水、藻类光合作用、水温突升等各因素变化均可导致溶解氧（Dissolved Oxygen, DO）

或总溶解气体(Total Dissolved Gas, TDG)过饱和，致使鱼类患气泡病甚至死亡，严重威胁水生生态安全[1-2]，

其中水坝泄水已被证实是导致天然河流溶解气体过饱和的重要原因。而水坝泄水和藻类光合作用等多因素

的协同作用则可导致更为复杂的溶解气体过饱和问题。为提出并制定针对性的气体过饱和控制措施，首先

需要基于各因素单独作用对溶解气体影响的研究，解析天然水体溶解气体过饱和成因及主要驱动要素。目

前对于藻类光合作用对溶解气体特别是总溶解气体过饱和影响的定量研究较缺乏，限制了对复杂水体溶解

气体过饱和规律的揭示以及减缓措施的提出。 

已有关于藻类光合作用对水体中溶解气体的影响研究主要关注对溶解氧的影响，对 TDG 饱和度影响

的直接研究极为有限。溶解氧含量的变化与藻类生长密切相关，当藻类光合作用的产氧速率超过呼吸作用

的耗氧速率时，水中溶解氧含量增加[3-4]。当叶绿素含量较高且水体表面温度超过 25℃时，溶解氧与叶绿

素含量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5]。原型观测发现，在近岸海域或湖泊等弱流动水体 DO 饱和度受藻类光合

作用影响显著，一些条件下藻类光合作用可导致 DO 饱和度高达 400%[6]，日本琵琶湖藻类爆发期间 12h 内

DO 饱和度可达 190%[7]，芝罘湾藻类光合作用强烈导致表层溶解氧高达 145.5%~260.6%[8]，浙江省近岸海

域溶解氧 DO 饱和度最高达 120%，与浮游植物丰度高值区一致[9]。汛期三峡库区表层水体溶解氧饱和度

达 172%，主要来源于浮游植物光合作用[10]。这些研究均表明藻类光合作用会对 DO 饱和度产生显著影响。

DO 是 TDG 的重要组成部分，藻类光合作用产氧会直接影响 TDG 饱和度，但目前其中的定量影响研究尚

极度缺乏。 

因此，本文选择金沙江下游河段，开展了藻密度、DO 饱和度以及 TDG 饱和度原型观测，分析了三者

间的相关关系并探讨了藻类光合作用产氧对 TDG 饱和度的贡献，为揭示 TDG 过饱和成因提供支撑。 

1 材料与方法 

1.1 区域概况与样点设置 

研究区域选择在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倮果大桥至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保护区下边界珞璜地维大桥。

金沙江下游河段从上至下依次建有乌东德、白鹤滩、溪洛渡、向家坝四座梯级水电站，分别于 2021 年、

2022 年、2013 年和 2012 年开始投产发电。两次监测时间分别在 2020 年 8 月 2 日-8 月 25 日和 2024 年 8

月 30 日-9 月 3 日。2020 年监测期间，溪洛渡和向家坝水电站均处于泄洪阶段，2024 年监测期间水电站未

泄洪。2020 年自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倮果大桥至珞璜地维大桥长约 1100km 江段设置 20 个监测点（图 1）。

根据水动力条件将监测点位分为干流主流区(M1~M7)、干流岸边缓流区(S1~S9)和支流汇口回流区(B1~B4)。

其中干流主流区监测点主要位于干流河中高流速区域，干流岸边缓流区监测点主要位于干流河岸缓流区域，

支流监测点位于雅砻江汇口、龙川江汇口、小江汇口、大汶溪汇口等重点支流汇口区域。2024 年在向家坝

库区绥江段设置 3 个监测点（图 1）。3 个监测点分别位于金沙江干流主流区域（M8）、干流岸边的缓流区

域（S10）以及大汶溪汇金沙江口的支流汇口回流区域（B5），分别代表干流高流速区域、干流岸边流速较

缓区域以及支流汇入干流后受顶托作用回流区域。 

1.2 监测内容与监测方法 

2020 年监测指标包括 TDG 饱和度、DO 浓度、水温(WT)以及藻群落结构和藻密度。2024 年监测指标

包括 TDG 饱和度、DO 浓度、流速(U)、浊度(Turb)、水温、电导率(Cond)、pH 值(pH)及藻群落结构与藻

密度，并开展了黑白瓶实验测定研究区域内藻类产氧能力。2024 年新增监测指标（流速、浊度、电导率、

pH）的选取基于以下考虑：浊度会通过影响藻类光合作用的光强辐射进而影响藻类光合作用，是解释净光

合作用差异的关键参数；电导率与 pH 可间接反映水体营养盐状况，有助于分析藻类分布状况的潜在原因；

流速是水动力的关键参数，会对水体中溶解氧和藻类分布产生直接影响。这些补充指标为量化水环境异质

性及其对藻类与 TDG 饱和度关系的影响提供必要数据支撑。 

1.2.1 理化因子检测 总溶解气体采用手持式 TDG 饱和度测定仪 Point4 测定；溶解氧及水温采用 YSI-Pro20I

仪器测定；流速采用便携式手持雷达流速仪测定；浊度通过哈希 2100Q 便携式浊度仪测定；电导率采用哈

希 HD3600 便携式水质电导率检测仪测定；pH 值由哈希 HQ2100 便携式 pH 计测定。 



 

 

1.2.2 藻群落结构及藻密度 测定依据《水质 浮游植物的测定 滤膜-显微镜计数法(HJ 1215—2021)》，用 10L

有机玻璃采水器于水下采水一次，采样深度依据标准选择水下 0.5m，主要反映表层藻类群落结构。混合均

匀后转移至 500ml 采样瓶中并立即加入 7ml 鲁哥试剂固定。后期于实验室对样品进行藻群落结构及藻密

度的分析。 

 

图 1 金沙江下游采样监测点分布 

Fig.1 Sampling and monitoring sites distribution in the lower Jinsha River 

1.2.3 黑白瓶测氧法实验 黑白瓶测氧法是基于藻类光合作用过程中会消耗二氧化碳并释放氧气的基本特

性，通过测定曝光（白瓶）与遮光（黑瓶）条件下溶解氧的差值，来量化藻类的净光合作用强度[11]。 

黑白瓶现场实验中，用 10L 有机玻璃采水器采集表层 0.5m 深度的水样，每次采水同时采用下部出水管注

满 4 个白瓶、4 个黑瓶和一个初始瓶。每个试验瓶注满后须溢出 3 倍体积的水以尽可能的保证溶解氧与相

应水层相当。灌瓶完毕后及时封闭水样瓶，并立即对初始瓶进行溶解氧的固定（加入 1ml 氯化锰溶液与

2ml 碱性试剂，并将初始瓶颠倒转动数次，使瓶内成分充分混合），以防止氧气逸散或被生物进一步消耗，

固定后的样品用于后续初始溶解氧（C0）的测定。将剩余白瓶和黑瓶放回原采水处，每间隔 4 小时取出 1

瓶黑瓶和白瓶分别测定黑瓶溶氧量 Cb和白瓶溶氧量 Cw，用于分析各时间段光合作用强度变化。溶解氧的

固定和化学测定采用《水质溶解氧的测定—碘量法》（GB7489—1987）。 

黑白瓶测氧法经计算转化可反映总光合作用强度（GPR）、净光合作用强度（NPR）与呼吸作用强度

（RI）3 个重要指标。GPR 是衡量植物光合作用强弱的关键指标，它直接反映了植物在光照条件下，利用

光能将无机物转化为有机物的能力。NPR 是衡量藻类在一定时间内通过光合作用合成有机物并释放氧气

的能力。RI 是衡量生物体细胞呼吸活跃程度的一个量化指标, 可以直接反映生物体的代谢水平、生长状况

以及生命活动的强弱。GPR、NPR、RI 计算公式为： 

GPR (mg/L)= Cw (mg/L)- Cb (mg/L) (1) 

NPR(mg/L)= Cw (mg/L)- Co (mg/L) (2) 

RI (mg/L)= Co (mg/L)- Cb (mg/L) (3) 

1.3 DO饱和度计算方法 

DO 饱和度是一个相对值，它考虑了温度、压力等环境因素对溶解氧含量的影响，反映了当前水体中

的溶解氧含量占该条件下水体最大可能溶解氧含量的比例，较溶解氧浓度更能准确反映水体溶解氧供应状

态，更能科学评估水体生态环境质量。由于 DO 测定仪器监测项为 DO 浓度，需通过公式转化为 DO 饱和



 

 

度，DO 饱和度的计算公式为： 

𝑆𝐷𝑂 =
𝐶𝐷𝑂
𝐶𝑇

× 100% (4) 

式中：𝑆𝐷𝑂为DO 饱和度，%；𝐶𝐷𝑂为实测溶解氧浓度（mg/L）;𝐶𝑇为观测温度下饱和溶解氧浓度(mg/L)。 

1.4 TDG 饱和度变化值计算方法 

假设水体中溶解气体除 DO 外，其余氮气等气体组分不变，可计算出 DO 浓度变化引起的 TDG 饱和

度的变化值，即可用于反映藻类光合作用产氧对 TDG 饱和度的贡献值。本研究假设氮气组分不变主要基

于以下考虑：（1）氮气是一种化学性质稳定的气体，其溶解浓度主要受水体物理条件（如温度、压力）影

响，与藻类代谢活动关系较弱。（2）本研究聚焦于藻类光合作用产氧对溶解气体（特别是 TDG）的影响，

未涉及氮气转化的生物或化学过程（如固氮作用或反硝化作用）。 

总溶解气体饱和度变化值（∆𝑆𝑇𝐷𝐺）的计算公式如下： 

∆𝑆𝑇𝐷𝐺 = 𝑆𝑇𝐷𝐺
1 − 𝑆𝑇𝐷𝐺

2 = 21%∆𝑆𝐷𝑂+79%∆𝑆𝑁2  (5) 

∆𝑆𝐷𝑂 = 𝑆𝐷𝑂
2 − 𝑆𝐷𝑂

1 =
𝐶𝐷𝑂
2

𝐶𝐷𝑂
∗2 −

𝐶𝐷𝑂
1

𝐶𝐷𝑂
∗1  (6) 

∆𝑆𝑁2 = 𝑆𝑁2
2 − 𝑆𝑁2

1 =
𝐶𝑁2
2

𝐶𝑁2
∗2 −

𝐶𝑁2
1

𝐶𝑁2
∗1 (7) 

式中𝑆𝑇𝐷𝐺
1 、𝑆𝑇𝐷𝐺

2 、𝑆𝐷𝑂
1 、𝑆𝐷𝑂

2 、𝑆𝑁2
1 、𝑆𝑁2

2 分别为变化前后总溶解气体、溶解氧和溶解氮的饱和度，%；𝐶𝐷𝑂
1 、

𝐶𝐷𝑂
2 、𝐶𝑁2

1 、𝐶𝑁2
2 分别为变化前后氧气和氮气在水中的实际溶解浓度，mg/L，𝐶𝐷𝑂

∗1、𝐶𝐷𝑂
∗2、𝐶𝑁2

∗1、𝐶𝑁2
∗2分别为变

化前后氧气和氮气的溶解度，mg/L。本研究中由于忽略氮气组分的变化，计算结果显示∆𝑆𝑁2近似为零，氮

气饱和度变化的影响因此忽略不计。 

1.5 数据分析 

本研究中“均值”指平均值±标准差(Mean±SD)；采用一元线性回归分析以及皮尔逊相关性(Pearson 

correlation)分析 TDG饱和度、DO饱和度和藻密度三者之间的关系；采用单因素方差检验(One-way ANOVA)

分析干、支流环境因子和藻密度差异，以上分析使用 SPSS statistics 27.0 来完成，P<0.05 表示显著、P<0.01

表示极显著。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分析监测断面 TDG 饱和度的主要影响因素。数据处理由 Excel 2021 来完

成，ArcGIS10.8 制作研究区域样点分布图，Origin2022 软件进行图形绘制。 

2 结果与分析 

2.1 环境因子比较分析 

2020 年 8 月 2 日至 2020 年 8 月 25 日金沙江干流及支流监测点水温均值分别为 21.62 ºC±1.80 ºC、

21.34 ºC±2.43 ºC，表明干流、支流监测点水温差异不大，因此后续在各监测点溶解气体饱和度分析中忽

略温度差异影响。2024 年 8 月 30 日至 2024 年 9 月 3 日绥江段 3 个测点环境因子监测结果如表 1 所示。

经分析，3 个测点流速和浊度差异性极显著(P＜0.01)，支流汇口回流区(B5)流速显著低于干流 2 个测点，

浊度显著高于干流 2 个测点。 

表 1 2024 年 8 月 30 日 9 月 3 日绥江测点理化因子（均值±标准差）比较 

Tab.1 Physic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mean ± SD) at Suijiang station (August 30–September 3, 2024) 

理化因子 干流主流区(S10) 干流岸边缓流区(M8) 支流回流区(B5) P 

WT/ºC 24.27±1.89 23.60±0.35 25.03±1.11 0.441 

U/(m/s) 0.48±0.16 0.56±0.05 0.14±0.05 ＜0.001 

Turb/(NTU) 3.76±0.42 3.49±0.64 9.44±1.08 ＜0.001 

Cond/(μS/cm) 493.00±44.5 474.00±8.54 513.33±47.88 0.492 

pH 7.41±0.11 7.39±0.22 7.50±0.04 0.625 

注：P<0.05 表示差异显著，P<0.01 表示差异极显著。 



 

 

2.2 藻类群落结构及密度检测结果 

2020 年 8 月 2 日至 8 月 25 日金沙江下游共检测到藻类 7 门 53 属，分别为硅藻门、绿藻门、蓝藻门、

裸藻门、甲藻门、金藻门、隐藻门。在所有 86 组平行检测结果中，硅藻门为优势门的有 66 组，有 14 组

鉴定结果中绿藻门为优势门类，龙川江汇口和向家坝坝下共 4 组鉴定结果中蓝藻门和裸藻门为优势门类，

表现为以硅藻门种类为主的群落格局，这与相关金沙江流域藻群落结构调查结果一致[12]。将数据线性归一

化处理后得到藻类种属热图如图 2 所示。其中热图仅展示相对丰度>1%的属级分类单元，低频种属（合计

占比<1%）未显示。除干流岸边缓流区部分测点(S2-S5)以蓝藻门和裸藻门数量居多，其余监测点藻群落结

构相似。藻密度沿程观测结果如图 3 所示,其中大汶溪汇口处监测中藻密度出现最高值 508*104cells/L。 

2024 年 8 月 30 日至 9 月 3 日绥江河段藻群落结构及藻密度如图 4 所示。共检测到藻类 5 门 25 属，

隶属于硅藻门、绿藻门、蓝藻门、隐藻门、甲藻门 5 大常见浮游植物门类，其中绿藻门、硅藻门和蓝藻门

最多。无论干、支流区域，绿藻中均以小球藻(Chlorella vulgaris)和实球藻(Pandorina morum)占比突出，蓝

藻中以微囊藻(Microcystis)占比突出，硅藻中以小环藻(cyclotella)和直链藻(Melosira)占比突出，表明干支流

区域藻群落结构呈现出相似性。3 个监测点监测期间平均藻密度分别为 218.0*104cells/L、202.7*104cells/L、

208.3*104cells/L。 

 

图 2 2020 年 8 月 2 日至 8 月 25 日金沙江下游主要藻类种属热图 

Fig.2 Heatmap of dominant algal genera in the lower Jinsha River (August 2-25, 2020) 

 

图 3 2020 年 8 月 2 日至 8 月 25 日金沙江下游干流及支流汇口藻密度沿程观测结果 

Fig.3 Longitudinal observations of algal density in the mainstream and tributary confluences of the lower Jinsha River (August 2-25, 

2020) 



 

 

 
图 4 2024 年 8 月 30 日至 9 月 3 日绥江段每日藻群落结构及藻密度统计图 

Fig.4 Daily statistics of algal community structure and density in the Suijiang reach (August 30 - September 3, 2024) 

比较分析两次现场监测中金沙江下游干流、支流汇口区藻密度见图  5，干流藻密度在

0~100*104cells/L 区间数据最为集中，支流藻密度数据则较干流分布更为均匀，在 50~200*104cells/L 处

较为集中。显著性差异分析表明支流藻密度显著高于干流藻密度(P＜0.01)。 

 

图 5 金沙江下游干、支流藻密度比较图 

Fig.5 Comparison of algal density between mainstream and tributaries in the lower Jinsha River 
 

2.3 藻类光合作用产氧对 DO 和 TDG 饱和度的影响分析 

为从藻类产氧能力角度分析藻类对 DO 饱和度和 TDG 饱和度的影响，2024 年在绥江段 3 个测点处开

展黑白瓶测氧法实验，连续监测了 3 个测点处藻类产氧能力，同监测期间 DO 饱和度和 TDG 饱和度进行

分析。 

2.3.1基于黑白瓶测氧法的藻类产氧能力 采用黑白瓶测氧法测量得到藻类日内各时间段净光合作用强度，

如图 6 所示。整体上干流岸边缓流区(S10)和干流主流区(M8)的净光合作用强度较为接近且表现出日动态

同步性，峰值和谷值出现时段一致。与以往研究不同，干流 2 个测点在日内高光照强度期间表现出较低的

产氧水平，且 NPR 小于 0，即呼吸消耗的氧气大于同期光合作用生成的氧气。相比之下，支流测点在 9:00-

17:00 时间段净光合作用强度显著高于干流 2 个测点（对于干流岸边缓流区，P=0.004<0.01；对于干流主

流区，P=0.008<0.01），表现出较高的产氧水平，而随后又在 17:00-21:00 时段降低至较低水平。 

将藻密度与 NPR 和 GPR 进行相关性分析（图 7），NPR 和 GPR 均与藻密度呈现弱正相关性(NPR 

P=0.104,GPR P=0.263)，考虑到受现场条件影响，藻密度的测定及黑白瓶实验存在误差，此种相关性并不

显著。净光合作用与藻密度的关系图中支流汇口区的净光合作用强度高于干流，这可能与其更高的藻密度

和光照强度有关。同时支流汇口回流区硅藻占比较高（图 4），硅藻作为藻类中产氧能力突出的门类，提

供了水体大部分氧气[13]。 

2.3.2  DO、TDG饱和度与日净光合作用强度关系 图 8 为 2024 年监测期间绥江段监测点 DO 饱和度、TDG

饱和度与日净光合作用强度的关系。结果表明，藻类光合作用所产生的氧气会对 DO 饱和度产生直接影响。

具体而言，在干流岸边缓流区和支流汇口回流区两个监测点，DO 饱和度与 NPR 的动态变化呈现出一致

性，即第 2 日的 DO 饱和度会因前 1 日 NPR 为正值而升高，因前 1 日 NPR 为负值而下降。 



 

 

然而，在干流主流区，DO 饱和度的变化却与 NPR 的变化不相吻合。无论是在干流还是支流中，连续时间

区间内藻类光合作用产氧对 TDG 饱和度的影响均较为微弱，TDG 饱和度在观测期间内呈现出较小的波幅

变化（-12%至 4%），整体趋于平稳，变化幅度均较于 DO 饱和度（-45%至 19%）小。 

 

图 6 2024 年 8 月 30 日至 9 月 3 日藻类净光合作用强度日内变化过程图 

Fig.6 Diurnal variation of net photosynthetic intensity in algal communities (August 30 - September 3, 2024) 

 

 

 

图 7 日光合作用强度与藻密度关系图: (a)净光合作用与藻密度关系图、(b)总光合作用与藻密度关系图 

Fig.7 Relationship between photosynthetic intensity and algal density: (a) Net photosynthesis vs. algal density, (b) Gross 

photosynthesis vs. algal density 

 

 

图 8 DO、TDG 饱和度与日净光合作用强度关系图: (a)干流主流区、(b)干流岸边缓流区、(c)支流汇口回流区 

Fig.8 Relationships of DO and TDG saturation with daily net photosynthetic intensity: (a) Mainstream zone of the dry river, (b) Slow-

flowing nearshore zone of the dry river, (c) Confluence backflow zone of the tributary 



 

 

2.3.3 藻类光合作用产氧对 TDG 饱和度贡献值 监测期间 DO 饱和度和 TDG 饱和度的变化幅度比较结果见

图 9。结果表明，无论是在干流还是支流中，TDG 饱和度在观测期间内均呈现出较小的波幅变化（均值为

2%±4.2%），整体趋于平稳，且较 DO 饱和度变化小，说明藻类光合作用对 DO 影响较 TDG 影响大。图 

10 表明无论干、支流，藻类光合作用产氧使得水体 TDG 饱和度的增加幅度均较小，其对 TDG 饱和度的

贡献程度在 0.18%-5.67%之间。 

 

图 9 DO 饱和度与 TDG 饱和度变化幅度比较图: (a)干流主流区、(b)干流岸边缓流区、 

(c)支流汇口回流区 

Fig.9 Comparative variation ranges of DO saturation versus TDG saturation: (a) Mainstream zone of the dry river, (b) Slow-flowing 

nearshore zone of the dry river, (c) Confluence backflow zone of the tributary 

 

 

图 10 藻类光合作用产氧对 TDG 饱和度贡献值 

Fig.10 Contribution of algal photosynthetic oxygen production to TDG saturation 

2.4DO 饱和度、TDG 饱和度与藻密度相关性分析 

通过 2024 年观测数据，进一步分析藻类光合作用单因素作用下溶解气体与藻密度的关系。同时以 2020

年泄洪期间数据为对比，在时间尺度上分析在高溶解气体饱和度背景下，藻类光合作用对溶解气体饱和度

的影响。 



 

 

2.4.1TDG 饱和度与 DO 饱和度相关性分析 2020 年与 2024 年两次原型观测得到的 TDG 饱和度与 DO 饱

和度的一元线性回归分析如图 11。分析结果显示，尽管 2020 年监测数据中干流岸边缓流区和支流汇口回

流区 TDG 饱和度与 DO 饱和度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相关性不显著（干流岸边缓流区 P=0.452，支流汇口

回流区 P=0.403）。2024 年 TDG 饱和度与 DO 饱和度均表现出显著正相关性。分析认为，DO 是 TDG 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 DO 饱和度的高低会直接影响 TDG 饱和度。较 2024 年，2020 年 TDG 与 DO 饱

和度相关性并不显著，这可能与 2020 年数据涉及监测河段较长，不同监测点气压条件、水生环境等因素

有差异相关。 

 

图 11 干、支流 TDG 饱和度与 DO 饱和度关系图：(a) 干流岸边缓流区、(b) 干流主流区、(c)支流汇口回流区 

Fig.11 Correlation between TDG saturation and DO saturation in mainstream and tributaries: (a) Slow-flowing nearshore zone of the dry 

river, (b) Mainstream zone of the dry river, (c) Confluence backflow zone of the tributary 

2.4.2 DO饱和度与藻密度相关性分析 2020 年与 2024 年两次原型观测得到的 DO 饱和度与藻密度的一元

线性回归分析如图 12。在空间尺度上，分析结果显示，在干流主流区和干流岸边缓流区，DO 饱和度与藻

密度之间均无显著相关性(P＞0.05)，但岸边缓流区 DO 饱和度与藻密度之间的相关性(P=0.562)仍较主流区

(P=-0.332)更为明显。支流汇口回流区 2020 年和 2024 年观测数据均显示 DO 饱和度与藻密度之间存在显

著正相关性(2020 年 P=0.793，2024 年 P=0.898)。分析认为，结果可能受水动力条件、藻类分布差异、光

照条件差异等因素影响。支流汇口回流区流速高于干流岸边缓流区，而干流岸边缓流区的流速又高于干流

主流区，水流速度较慢的区域水体混合效应弱，且藻类更易聚集，同时岸边区域较主流区水体浅，光照条

件较好，藻类光合作用效率较高，对 DO 饱和度的影响因此更为显著。 

在时间尺度上，2020 年原型观测期间为泄洪期，研究河段背景 TDG 饱和度值较 2024 年非泄洪期高，

在高饱和度的泄洪背景下，支流汇口回流区 DO 饱和度与藻密度之间仍存在显著正相关性，这说明在水坝

泄水和藻类光合作用的协同作用下，藻类光合作用条件良好的区域，藻类光合作用产氧仍会对 DO 饱和度

产生影响。 

 

图 12 干、支流 DO 饱和度与藻密度关系图: (a) 干流岸边缓流区、(b) 干流主流区、(c)支流汇口回流区 

Fig.12 Relationship between DO saturation and algal density in mainstream and tributaries: (a) Slow-flowing nearshore zone of the dry 

river, (b) Mainstream zone of the dry river, (c) Confluence backflow zone of the tributary 



 

 

2.4.3  TDG饱和度与藻密度相关性分析 2020 年与 2024 年两次原型观测中 TDG 饱和度和藻密度间的一元

线性回归分析如图 13 所示。在空间尺度上，分析结果显示，在干流主流区和干流岸边缓流区，TDG 饱和

度与藻密度之间均无显著相关性(P＞0.05)，支流汇口回流区 2020 年和 2024 年观测数据均显示 TDG 饱和

度与藻密度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性(2020 年 P=0.541，2024 年 P=0.836)。干流 TDG 饱和度与藻密度之间的

关系较弱，可能与其水流速度较快，藻类不容易聚集繁殖有关。 

在时间尺度上，与 DO 饱和度与藻密度的相关性分析类似，2020 年在更高的 TDG 背景饱和度下，支

流汇口回流区 TDG 饱和度与藻密度之间仍存在显著正相关性，这说明在水坝泄水和藻类光合作用的协同

作用下，藻类光合作用条件良好的区域，藻类光合作用产氧仍会对 TDG 饱和度产生影响。 

 

 

图 13 干、支流 TDG 饱和度与藻密度关系图: (a) 干流岸边缓流区、(b) 干流主流区、(c)支流汇口回流区 

Fig.13 Relationship between TDG saturation and algal density in mainstream and tributaries: (a) Slow-flowing nearshore zone of the 

dry river, (b) Mainstream zone of the dry river, (c) Confluence backflow zone of the tributary 

2.4.4 监测断面 TDG 饱和度影响因素分析 为进一步探究监测断面 TDG 饱和度的主要影响因素，即监测断

面受上游来流 TDG 饱和度影响与该监测断面内藻类光合作用产氧影响的相对重要性，采取主成分分析法

（图 14），旨在量化并比较两者对监测断面 TDG 饱和度的贡献程度。PCA 显示监测断面 TDG 饱和度同

时受上游输入（PC1 载荷+0.62）与藻类光合作用（PC1 载荷+0.59）驱动，二者贡献相当。进一步通过 VPA

量化二者独立解释率，结果表明上游 TDG 饱和度的独立贡献占比(38.2%)远高于藻密度的独立贡献占比

(2.1%)，表明水动力因素是主要驱动因素。  

 

图 14 TDG 饱和度影响因素主成分分析图 

Fig.14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of factors influencing TDG saturation 



 

 

3 讨论 

3.1 藻类光合作用产氧对溶解气体饱和度的贡献 

3.1.1 光合作用强度日内变化原因探讨 整体上干流 2 个测点的净光合作用强度(NPR)较为接近且表现出日

动态同步性，值得注意的是，在日内光照高峰期(13:00-17:00)，两测点均呈现出负净光合作用强度水平

(NPR<0)，表明此时段光合作用速率低于呼吸作用速率（图 6）。这一现象的潜在原因可能与当地高强度的

光照条件诱发的光抑制效应有关。调查资料显示监测时段太阳辐射为 2.28-9.13 kWh/m²/day，属于中高辐

射日。数据来自 NASA 全球能源预测（POWER）项目（NASA, 2023），获取了 28.6°N, 103.9°E（中国

云南省绥江县）位置 2023 年 8 月至 9 月的日地表太阳辐射参数数据。由于分析时 2024 年太阳辐射数据暂

未更新，因此根据与目标年的时间接近度和气候相似性获取了同期（2023 年 8 月至 9 月）的历史数据。现

有研究资料表明，在强光下藻类会出现光抑制现象，光合能力、光化效率等都明显下降[14]。高光照强度以

及过度光照对藻类具有不利影响，可能激活藻细胞内的叶绿素酶的活性使得藻细胞叶绿素 a 受到破坏，进

而大幅削弱其光合作用能力[15]。 

相比之下，支流汇口回流区测点在 9:00-17:00 时间段净光合作用强度显著高于干流 2 个测点，而随后

又在 17:00-21:00 时段降低至较低水平（图 6），这种差异可能源于干、支流环境因子的异质性。本研究中

支流测点浊度显著高于干流测点（表 1），许多河口地区的光衰减在很大程度上受浮游生物和悬浮沉积物之

间相互作用的控制[16],浊度的增加能够散射和吸收部分光线，光强辐射受水体表层悬浮颗粒影响会呈现指

数性衰减，从而降低了到达藻类细胞表面的光照强度，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藻类免受过度光照的伤害[17-

19]。因此在中高辐射强度下，相较于呈现出负净光合作用强度水平的干流测点，支流测点在日内光照强度

较大的时间段反而表现出较高的产氧能力。 

此外，支流汇口回流区测点日净光合作用普遍高于干流测点（图 7），这可能与其更高的藻密度有关。

同时支流汇口回流区硅藻占比较高（图 4），硅藻在水生生态系统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具有较高的产

氧效率。研究表明，硅藻在地球无机物循环和碳固定中起重要作用，硅藻贡献了全球海洋硅循环的 50%，

并驱动了约 40%的有机碳从表层向深海输送[20]，同时还承担了地球上约 20%的初级生产力[21-23]。干流岸

边缓流区净光合作用强度与干流主流区呈相当水平，但数据更为离散，这可能与干流岸边缓流区蓝、绿藻

占比较高有关，藻类群落的组成和结构与其产氧能力密切相关，Jones[24]认为日辐照度和温度等物理因素

影响主要通过调控浮游植物的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来影响其生长。其研究发现，蓝、绿藻在生长过程中会

产生强大的自遮光效应，这会减少有效光合作用面积进而抑制产氧。由于自遮光效应与群体结构的动态变

化相关，蓝、绿藻的生长和产氧受水体流动状态影响，使得其生态行为更为复杂。 

3.1.2日净光合作用强度对溶解气体的贡献程度 在干流岸边缓流区和支流汇口回流区两个监测点，DO 饱

和度与 NPR 的动态变化呈现出一致性（图 8），说明了 DO 饱和度对藻类净光合作用的响应。以干流岸边

缓流区为例，黑白瓶测氧法结果显示 8 月 30 日 NPR 水平为正，表明当天该区域藻类光合作用产氧量大于

水体耗氧量，8 月 31 日该区域水体 DO 饱和度随即较 8 月 30 日增加。然而，在干流主流区，DO 饱和度

的变化却与 NPR 的变化不相吻合。这说明藻类光合作用对 DO 饱和度的影响可能受水动力因素影响较大。

无论是在干流还是支流中，TDG 饱和度在观测期间内均呈现出较小的波幅变化（均值为 2%±4.2%），整

体趋于平稳，且较 DO 饱和度变化小（图 9），说明藻类光合作用对 DO 影响较 TDG 影响大。无论干、支

流，藻类光合作用产氧使得水体 TDG 饱和度的增加幅度均较小（0.18%-5.67%）（图 10）。 

现有关于泄水引起的 TDG 过饱和原型观测研究中，坝下生成的 TDG 饱和度与泄洪流量有较好的正相关

关系，其中针对大渡河原型观测提出的过饱和 TDG 生成预测经验模型显示，当泄洪流量在 1000-

3000m3/s 时，坝下生成的 TDG 饱和度可达 115%-140%[25]。针对龚嘴水电站的原型观测提出的过饱和

TDG 生成预测经验模型显示，当泄洪流量在 1500 -3000m3/s 时，坝下生成的 TDG 饱和度可达 129%-

138%[26]。因此，尽管藻类光合作用产氧对水体 TDG 饱和度有一定影响，其贡献程度相较而言则远小于

水工建筑物泄水对 TDG 饱和度的影响。 



 

 

3.2 溶解气体与藻密度相关性 

现场监测结果表明，在干流河段，DO 饱和度与藻密度之间无显著相关性(P＞0.05)，其中干流岸边缓

流区较干流主流区相关性更为明显。支流汇口回流区 DO饱和度与藻密度则表现出显著正相关性（见 0 节），

这可能与 3 种区域测点水动力条件差异有关。由支流河口的水动力研究特性相关研究可知，支流汇口区受

干流水位顶托作用在顶托范围内水流流速减小[27]。有学者在对三峡库区长寿段桃花溪支流河口水动力特

性的模拟研究中得出，枯水期河口区会形成明显的逆时针涡旋区域，受干流顶托作用，桃花溪流速为

0.5~3cm/s，较干流区流速 13~28cm/s 明显减小，且水体在桃花溪内部呈紊乱状态，与干流水体交换状态弱，

但丰水期此种现象减弱[28]。辽宁大凌河白石水库库区交汇河段[29]、史灌河与淮河交汇河段[27]等支流河口

的水动力特性模拟研究中也均得出相似结论。在本研究 2024 年的监测数据中，干流主流区较岸边缓流区

以及支流汇口回流区流速显著更高（表 1），这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 

水动力条件会直接影响 DO 分布。本研究发现在流动状态较弱的支流汇口回流区 DO 饱和度与藻密度

表现出显著正相关性。在关于 DO 空间分布的研究中，有国外研究表明，在 Urdaibai 河口的中部和内部区

域，叶绿素 a 浓度（表征藻类生物量）与 DO 饱和度呈显著正相关[30]。这与本研究在支流汇口回流区的发

现一致，即藻类光合作用是 DO 的重要来源，尤其在春季和夏季藻华期间，DO 饱和度显著提升[31]。而在

潮汐作用强烈的外河口，DO 动态主要受物理过程驱动。高强度的水柱混合和潮汐冲刷使 DO 常年接近饱

和状态，藻类生产或消耗的影响相对次要[30]。在 DO 的季节性变化研究中，亦有研究发现，DO 饱和度的

季节变化与河流流量最相关，叶绿素 a 的影响则较小[32]。有学者在对影响河流中溶解氧含量主要因素的归

因总结中指出，影响河流中溶解氧含量的主要物理因素有大气压、水温、盐度以及河流流速，其中河流水

体流动对溶解氧具有正向相关性，即表现为复氧作用，当流速小于等于 0.05m/s 时，流速为溶解氧主导影

响因素[33]。这些研究均说明水流速度较快、水柱混合强烈的区域能促进溶解氧的分布均匀，河流流量的增

加可通过增强水体交换和氧气输入，进一步提升缺氧区的 DO 饱和度[34]。因此本研究中干流区 DO 饱和度

与藻密度之间较支流区域并未呈现显著相关性。 

水动力条件同时也影响了藻类分布。本研究发现支流汇口回流区藻密度显著高于干流藻密度（图 5）。

水动力学是影响水生生物生命活动许多特征的主要生态因素之一[35]。水动力因素对水体表层水生植物结

构和数量有显著影响，高流速、水位波动和风驱动波条件下的水分运动增加会导致水生植物物种丰富度降

低，其物种组成、分类结构、优势复合体、维度结构及其数量和生物量结构也会相应发生变化。研究发现，

水体中水生植物数量和生物量与流速、水位波动和风驱动波成反比[36]。流速低的区域藻类更易聚集和繁殖，

较高的流速则会由于水流拖拽作用降低藻类生物量[37-39]。在对梯级平原水库——Kanev 水库不同水动力条

件下附生植物的研究中发现，Kanev 水库的流速存在显著差异（非过境区为 0.05-0.10 m/s，过境区为 0.40-

0.60 m/s），非过境区样本中的平均物种数和附生植物的平均数量和生物量均高于过境区的物种数和生物量。

这与本研究发现一致。水动力条件会通过影响藻类分布进一步影响区域光合作用产氧强度[36]，导致支流区

域较干流区域 DO 饱和度与藻密度之间呈现显著相关性，干流岸边缓流区也较干流主流区 DO 饱和度与藻

密度之间相关性更强（图 12）。 

类似的，水动力条件也因此影响了 TDG 饱和度与藻密度的关系。在干流河段，TDG 饱和度与藻密度

之间无显著相关性(P＞0.05)，支流汇口回流区 TDG 饱和度与藻密度间呈现显著正相关性(P＜0.05)（图 13）。

DO 是 TDG 的重要组成部分，TDG 饱和度与藻密度呈现上述关系的可能原因与 DO 饱和度和藻密度关系

成因类似：干流由于其水流速度较快，水体混合效应强，促进 TDG 的垂向和横向分布均匀，相对于支流

受上游来流水体 TDG 饱和度影响较大；支流水体由于其流动状态弱，更能为藻类提供稳定的生长环境，

进而使得水体 TDG 饱和度对藻类光合作用表现出更强烈的响应。监测断面 TDG 饱和度影响因素 PCA 分

析结果亦证明上游 TDG 饱和度的影响远高于藻密度的影响，表明水动力因素是主要驱动因素。 

在时间尺度上，2020 年泄洪期间，支流汇口回流区 TDG 饱和度和 DO 饱和度与藻密度之间仍存在显

著正相关性，表明在水坝泄水和藻类光合作用的协同作用下，藻类光合作用条件良好的区域，藻类光合作

用产氧仍会对 TDG 饱和度产生叠加影响，这进一步说明水坝泄水和藻类光合作用的协同作用可导致更为

复杂的溶解气体过饱和问题，两者的协同效应有待后续研究。 



 

 

4 结论 

本文针对向家坝库区，运用黑白瓶产氧试验开展藻类光合作用产氧对溶解气体过饱和影响的定量研究，同

时分析了金沙江下游河段水坝泄水和藻类光合产氧共同作用情形以及藻类光合产氧单独作用情形下，溶解

气体饱和度与藻密度的关系。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1）藻类光合作用对 TDG 饱和度的贡献远小于上游水工建筑物泄水对 TDG 饱和度的影响：黑白瓶

测氧法试验计算结果表明，在本文研究的河道型水库中，受藻类光合作用产氧影响的 TDG 饱和度变化值

（0.18%-5.67%）远小于泄流建筑物泄水对 TDG 饱和度的影响。这说明藻类光合作用产氧并非水体中 TDG

过饱和的主要驱动要素。 

（2）藻类光合作用对溶解气体的影响受水动力因素影响较大：干流由于自身水动力特性，水体混合

效应强，溶解氧分布和藻类分布受上游水流条件影响较大，藻密度与 DO 饱和度及 TDG 饱和度之间并未

呈现出显著的相关性。在干支流交汇区，由于水流速度较慢、流动状态相对较弱，为藻类生长提供了较为

稳定的环境，使得该区域藻密度显著高于干流藻密度，藻光合作用产氧对该区域 DO 饱和度和 TDG 饱和

度影响变得更为显著。 

(3) 藻类光合作用对 DO 饱和度影响大于对 TDG 饱和度的影响: 黑白瓶测氧法试验结果显示 DO 饱和

度与净光合作用强度的动态变化呈现出一致性，表明藻类光合作用产氧对 DO 饱和度的直接影响。TDG 饱

和度受藻类光合作用产氧的影响程度则相对 DO 饱和度较小。尽管在藻密度较大的支流汇口区，TDG 饱

和度与藻密度之间呈现出正相关关系，且黑白瓶测氧法试验说明连续时间区间内藻类光合作用产生的氧气

会作用于 TDG 饱和度，但这种影响作用于 TDG 饱和度并不明显，变化幅度较于 DO 饱和度小。 

综合以上研究成果，结论可为明晰水库溶解气体过饱和驱动要素提供依据，为减缓溶解气体过饱和

对水生生物的影响提供参考。但本文研究区域为金沙江下游河道型水库，考虑到藻密度、光照强度、水

动力条件等环境因素的区域差异性，本研究结论适用于中低藻密度、中等流速的河道型水库，建议结合

本文研究，对不同水动力条件及水质区域进一步开展观测，丰富本文研究成果，综合评估藻类光合作用

对水体溶解气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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